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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其重视程度使留学不但对一个人在官场的晋升有好处，而且成

了晋升的关键性条件”[5]404。秋瑾在给她大哥的信中也指出：“今日世
界谋事，非知洋务不可；若能出洋留学数年，谋事较易。”可见在当时
的社会语境中，出洋留学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和“身份资本”，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切身的利益和光明的前景。在
清末，把优秀的洋学生与进士、举人同等看待；而在民国之后，有过
出洋留学经历的教师在待遇上往往要高于国内培养的同等学力者。
在助教和讲师职称阶段，国内学历尚能担任；但副教授、教授等高级
职称，国外的留学背景则成为了分量极重的筹码。
在当时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中，中国人留学目标地主要是日本。
留日学生不仅人数众多，所学的专业也很广泛，并且还频繁开展了各

种社会活动。因此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留日学生都
超过了赴欧美的留学生。1896年，中国学子开始留学日本，尽管最初
的留日学生只有 13人，但以后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据考证，
“1899年增至二百名，1902年达四五百名，1903年有一千名”[6]1。1905
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这种“以小胜大”、“以东胜西”、以
黄种人胜白种人的结果，再次给了中国人以极大的震撼；而就在这一

年，中国延续了 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也被废除，中国士子断绝了科
举晋升之路，所以接下来的“1906年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共

达一万三四千或二万名之谱”，形成了一个高峰。1907年留日学生达
也达到了万人以上。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 1937年，仍然有 5934人
负笈东洋。而朱光潜在 1930年写的《谈出洋留学》一文披露，当时在
美国和法国的留学生大约有 2000人，在其他欧洲各国的留学生有
1000人左右。这组数据对比，有力地说明了当时日本成为了中国留
学生输出的重镇。据日本研究中国留学史的学者实藤惠秀统计，自
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开始，到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
发为止，在 42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总计达 5万余人。
应当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中国留日学生群体在世界留学史

上规模都是空前的。尽管其中鱼龙混杂，许多人上的是速成班而接
受非正式教育，在整体上影响了留日学生的水准和声誉，但是前后

相续几十年的留日浪潮，毕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人

才，造就了一支庞大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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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是在北宋中期建立，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古国，由党项人所

建。党项人原来是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到西夏立国之前，佛教从汉
地传入。西夏建立后，西夏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发展佛教，治理封建国
家，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并直接参与佛教活动，“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
会里，皇室直接参与佛事活动对推动佛教发展的作用很不同寻常，

它自然带有政策性的导向作用。”[1]540上行下效，佛教在下层民众中
也逐渐根深蒂固，以至于终西夏一朝，虽然多种宗教盛行，佛教始终

被视为西夏的第一宗教。
西夏建国前后，与佛教文化早已具有深厚基础的中原王朝北宋

相比，西夏还相距甚远。西夏统治者要把自己建成一个高度崇奉佛
教的国家，就很需要急起直追，除了国内采取多种措施之外，对外学

习先进的佛教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佛典是传播佛教文化的重要一
环，西夏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佛教高度发达的北宋，

成为了他们主要的佛经输入对象。
一、西夏最早的佛事活动
党项统治者崇奉佛教，至迟开始于德明时期，当时西夏还未建

立。北宋景德四年（1007），时党项族首领、夏州节度使、西平王德明的
母亲罔氏下葬时，德明要求到宋朝北部的佛教中心五台山修供十寺，

并派致祭史护送供物到五台山。“（德明）母罔氏薨……及葬，请修供
五台山十寺，乃遣阁门袛侯袁为致祭史，护送所供物至山。复献马五

百匹，助修章穆皇后园陵。”[2]13990可见佛教已成为党项王室重要信仰。
就当时形势来看，德明时期与其父继迁时期相比，已发生很大变

化。李继迁率众抗宋，基本上处在转徙无常、无固定势力范围的时期。
德明时期则倾力向河西走廊发展，西击回鹘，南攻吐蕃，拓展了党项

羌族的生存空间，势力范围大大扩大；1019年，李德明选定怀远镇
（今宁夏银川）为都城，改名兴州。这样一来，有了稳定的势力范围和
统治中心，与宋、辽的关系也趋于缓和。这种相对稳定的局势为西夏
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适当的内部环境和融洽的外部条件。
二、由北宋输入《大藏经》
西夏和北宋佛教交流与历代佛教交流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历代

与周边国家交流佛教，一般是民间团体或是个人自发的，另一种是以

政府的名义派遣僧人。朝廷直接多次与外国政权直接就佛教进行交
流的情况较为少见。西夏却采取了一种更直接也更有效的方式学习
宋朝的佛教:以西夏最高统治者的名义频繁向宋皇帝赎经。德明时期
及西夏一朝，史书明确记载的党项人向宋赎经及宋主动赐经共六次。
第一次赎经是在德明时期。如前所述，德明时期西夏已经有了
相对稳定的内部条件和日趋融洽的外部环境，况且德明本人“幼晓
佛学”，对佛教有天然的热爱，于是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十二月
“丁未，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赵德明遣使来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
卷，从之”[3]2549。这是西夏第一次向宋求赐佛经，这说明早在建国以前

在西夏建国前后的四十多年里，先后至少有过六次向北宋购买或北宋主动赐给佛经及经秩、签牌等的现象，为西夏佛
教兴盛打下了基础，也促进了西夏文化事业的繁荣。本文试图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分析西夏六次赎经及对西夏的影响。
北宋 西夏 大藏经 印刷业 西夏文

浅析西夏从北宋赎经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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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明时期，已经有了修寺、乞经等形式的佛教传播活动。
德明死后，其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李元昊也曾遣使到宋朝的
五台山敬佛供僧。元昊虽“阴鸷峻诛杀，然好浮图之学，通蕃、汗文
字”[2]13993，并从宋朝请到过卷帙繁富的《大藏经》。宋景佑元年（1034）
十二月“己巳，赵元昊献马五十匹，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3]2688。这是
继德明求经之后的第四年，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二部《大藏经》，可见
国内对佛经需求的迫切和统治者对佛经的重视。天授礼法延祚十年
（1047），元昊建立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高台寺，“于兴庆府东一十五
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
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4]435这些举动对西夏早期的佛
教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元昊是推行西夏佛教最为关键的人
物，他对西夏佛教的贡献不可湮没。”[1]542另外，李元昊称帝后，西夏与
北宋的关系正式破裂。此后数年，元昊相继对北宋发动了三川口之
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等四大战役。宋、夏议和的
第二年，西夏派僧人吉外吉、法正等到宋朝，感谢宋朝赐给佛经。显
然，这种看似友好的宗教往来，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
公元 1048年，元昊遇刺身亡。其子夏毅宗谅祚幼龄继位，由母没
藏氏代行国政。没藏氏名没藏黑云（1047－1056年 10月），西夏景宗
李元昊皇后。元昊时期，没藏氏曾一度出家为尼。她上承元昊的衣钵，
采取多项措施，大力推进西夏佛教的发展。承天寺塔就是在没藏氏的
主持下建立的，该塔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承天寺内，是一座

密檐式八角形砖塔。据《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载，
谅祚年幼继位，皇太后没藏氏为保其子“圣寿无疆”，李家天下和西夏
王朝“延永”而建承天寺塔。承天寺塔建成当年即 1055年，没藏氏遣
使入贡于宋，宋赐给西夏《大藏经》，“庚子，赐夏国《大藏经》”[3]4330，这是
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三部《大藏经》。西夏遂将宋朝所赐的《大藏经》置
于寺内。宋嘉佑三年（1058）、七年（1062），宋又允西夏所请，先后两次
颁赐《大藏经》，宋嘉佑三年“赐夏国主赎《大藏经》，诏曰：‘……所载
请赎《大藏经》并经秩、签牌等令印造，候嘉佑七年正旦进奉人到阙，
至时给付’。”嘉佑七年“夏国主乞赎《大藏经》，诏曰：‘……其请赎经
文，已指挥印经院造印，候嘉佑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5]603谅
祚一朝 21年中自宋朝得到三部《大藏经》，加上前朝所得两部，先后
得到《大藏经》五部。频繁的索求佛经，表明了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热
衷，也说明了佛教在西夏已经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
西夏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亦是幼龄继位，母梁氏听政，熙宁五

年（1072）“十二月，遣使进马，赎《大藏经》，诏赐之而还其马”[2]14009。
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六部《大藏经》。
据现存文献记载，西夏统治者们在其建国前后的四十多年里，

先后至少有过六次向北宋购买或北宋主动赐给佛经及经秩、签牌等
的现象。照例西夏进马五十匹或七十匹，作为印造一部分《大藏经》
的纸墨工本。北宋有时不收马匹，全部作为赠送，以表示优待。由此
可见，佛经乃至佛教在北宋和西夏交往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交往

形式不是常见的物物交换，而是以佛教为主体的宗教传播，佛教的

作用在此已经突破了它传统意义上的麻痹思想巩固统治的作用，上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西夏最高统治者除了和北宋政府直接交流佛经外，还打着供佛

的口号进行军事活动，据《宋史》记载，1038年，元昊遣使到五台山
供佛宝，以此打探宋朝河东军事防御的虚实。元昊在紧锣密鼓地筹
备立国称帝的前夕，仍与宋朝保持着佛教的往来，并且在宋夏和战

后的第二年，随即恢复两国的佛教往来。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西夏的
统治者十分信奉佛教，但境内又缺乏佛教圣地的缘故。
不仅仅是和宋朝，西夏与回鹘、吐蕃、辽等周边地区也保持着紧
密的佛教交流。
三、赎入佛经对西夏的影响
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发展大力支持，不遗余力。除来大量的从
宋朝赎入佛经外，还翻译、雕印佛经，延揽高僧，广建寺院，说经讲法
等，都是非常重视，一贯努力提倡的。如元昊曾于首都（兴庆）建高台
寺，造高数十丈的佛塔；没藏氏（谅祚母后）于首都西方建承天寺。到
西夏中后期，佛教已经发展到“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磎谷，村落
坊聚，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的地步。
西夏佛教的逐渐兴盛，尤其是对佛经的重视，刺激了西夏印刷业

的兴盛。西夏从北宋引进佛经，然后自己刻印佛经。自西夏前期刻印
佛经已经开始，到中、后期则呈现繁荣的局面。其所刻印的文字，多为
西夏文和汉文，也有藏文和梵文。除文字外，还有印刷佛画。流传于世
的精品甚多，书法之谙练，画技之娴熟，甚至可以与刻印事业发达的

宋朝相媲美，这些都表明了西夏雕刻印刷技术的精湛。由于西夏信佛
人数众多，佛经需求量也非常大，有的一部佛经一次印刷多达十万

卷。西夏刻印佛经地点不止一处，各经的板式又不一，字体也各异，表
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黑水城遗址所出多种木雕佛经板，为研究西夏
的印刷业提供了重要文物资料。西夏佛教的兴盛，促进了西夏印刷业
的发展；西夏印刷业的繁荣对西夏文化事业的隆盛也起着重要作用。
佛经的大量引进也加速了西夏文字的诞生。西夏建国前夕，西
夏文字在李元昊的倡导下，在汉字形制的基础上由大臣野利仁荣主

持创制而成。从北宋引进的佛经，多是由汉字编纂而成，要在一般不
懂得汉族语言文字的党项族群众中发展佛教，只有汉文佛经是难以

为继的。用党项族自己的语言文字翻译佛经，势在必行，西夏文应运
而生。佛教传播的需要，可能是西夏文字创制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西
夏文字产生后，又自然地促进了佛教进一步的广泛传播。西夏佛教
的广泛流传，又反过来促进了西夏文字的广泛应用。西夏文字在有
关佛事活动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甚至不亚于在世俗方面的使用。黑
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无论是俄国柯兹洛夫所得，还是英人斯坦

因所获，或者是我国近些年考古发现，都证明西夏遗存的佛教文献

要比世俗文献多得多。抄写、刻印西夏文佛经，在应用西夏文字过程
中，使西夏文字更加完善和规范化。
另外，西夏佛教的发展，也可以从西夏与宋的交往中看到一些

端倪。北宋知清涧事种世衡派僧人王光信潜入夏国行反间计，以蜡
丸书送交西夏大将野利旺荣，使元昊对旺荣产生怀疑，终于杀掉旺

荣。又北宋知渭州王韶、总管葛怀敏也使僧人法淳持书信前往西夏
活动。北宋两次派僧人去西夏，应是考虑到尊崇佛教的西夏境内，僧
人有便于活动的有利条件。
西夏佛教的迅速发展及长期处于多种宗教之首，是与诸多因素

分不开的。西夏多次的赎经不仅为西夏佛教的兴盛打下了基础，而且
促进了包括印刷业、西夏文字等多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另外，
对我国佛教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是我国佛教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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